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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根据马光明(2022 [1] 的研究,低端制造业包括:(1)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2)纺织服装,(3)服饰

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4)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5)家具制造业,(6)其他制造业。 第

(1)类制造业在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主要承担加工组装工作,因此被纳入低端制造业。 第 (2)、(3)、(4)、(5)、
(6)类制造业均属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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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保持产业链稳定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然而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外迁

现象越来越明显。中国低端制造业主要向东南亚、南亚以及墨西哥外迁,纺织服装产业和电

子制造业外流态势明显。中高端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回流至发达国家的趋势也明显增强,设备

行业、化工行业以及计算机电子行业是回流的重点行业。在低端制造业迁出、中高端制造业

企业向美国等发达国家回流的情况下,中国存在低端制造业“空心化”、中高端制造业“停滞

化”“空白化”风险。因此,中国要实现制造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应防范大量劳动密集型低端制

造业过快外迁,尽可能推动劳动密集型传统优势产业稳步向国内中西部地区转移、加强供应

链生产端的配套能力、提升低端制造业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以及不断提高产业创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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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从一个产量低下的制造弱国,转变为门类齐全的世界第一制造大国。承
接外资产能是中国制造业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不断完善的制造业体系更进一步加强了我

国产业链韧性。然而近年来,我国产业链出现了部分制造业外迁现象。一方面,随着全球产业布局的重

新调整,中国低端制造业①出现了向东南亚地区的快速转移潮;另一方面,在欧美等国家“再工业化”



政策的影响下,外资制造业又出现了回流现象。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是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基

础。《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

“加强国际产业安全合作,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因此,在
中国制造业大量外迁的情况下,中国制造业外迁的现状和特点是什么?影响中国制造业外迁的深层原

因又如何?以及中国制造业外迁有哪些影响?中国制造业外迁是否会造成产业“空心化”?本文在比较

分析中国历年制造业数据的基础上,旨在阐明中国制造业外迁的现状,并分析该现象背后的原因和影

响,为预防产业“空心化”以及促进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目前,关于产业迁移是否能够促进产业升级还存在理论分歧。一方面,经典的雁阵理论表明产业

转移是促进国家产业升级的重要原因,落后国家能够通过“代工—提高生产技术—产业转移”的路径

实现工业升级 [2] 。此外,产业转移将推动劳动力、资本、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和企业家才能等生产要

素以投资转移的方式实现跨区域交换 [3-4] 。因此产业转移有助于实现双边区域原有要素的合理利用,
互相促进产业转入和转出区域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5] 。然而另一方面,一些文献认为产业的过度迁移

会抑制转出国的经济增长,卡尔多典型事实显示制造业产出增长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正相关 [6] ,
制造业的过度外迁可能会引发一国制造业的空心化,进而加大了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7] 。有
鉴于此,一国最好将制造业比重保持在合理区间。

国际产业外迁已经成为一国必要的经济活动,一般包括三种模式,分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迁、
资本密集型产业外迁以及技术密集型产业外迁 [8] 。对于第一种模式,虽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迁出减少

了迁出国的就业机会 [9-10] ,但是多数来自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据认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有利于当

地中高端技术制造业的发展 [11-12] 。而且,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证据也证实了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能

够提高落后国家的生产技术水平 [13-14] 。关于第二种模式,资本密集型产业指的是资本构成比例较高、
资源消耗较大的产业,例如交通、钢铁、机械、石油等。因此资本密集型产业在促进承接国经济增长的

同时,可能还会给承接国带来一定的环境问题。Onaran 和 Stockhammer(2008) [15] 以中东欧国家为例,
实证结果表明资本密集型产业的移入在短期内提升了国家工资水平。Gao(2018) [16] 估算了中国的制

造业外迁比例,发现中国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外迁提高了中国的资源利用效率。然而,有学者认为,若发

达国家将发展中国家作为“污染天堂”,则会加剧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污染 [17-18] 。对于第三种模式,多数

研究认为发达国家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外移具有技术溢出效应,能够显著提升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

水平 [19-20] 。但是 Martinez-Noya 等(2012) [21] 指出发达国家对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仅限于产业下游

环节,大量承接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下游环节反而会造成发展中国家的“低端锁定”。由此可见,技术密

集型产业转移对促进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的作用有限。
近年来,随着我国制造业的不断发展,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现象越发突出,相

对应地表现为低端制造业外流和高端制造业回流。对低端制造业而言,一些学者认为消费电子等代加工

产业向东南亚国家的转移不利于上下游配套产业的集聚,从而导致国内产能大幅下滑[22] 。此外,制造业

外迁还会导致大量低技能职工面临失业的风险[23] 。然而不乏有学者持乐观态度,张帅(2021) [24] 以及江

小涓和孟丽君(2021) [25] 表示我国制造业外流现象规模较小,不足以影响中国庞大的制造业生产体系。
David 等(2013) [26] 也指出,尽管中国的制造业出口增长在2010年之后放缓,但它仍然可以通过将生产外

包到其他低工资国家来促进中国制造业的整体进口增长。因此,许南和李建军(2012) [27] 认为国际产业转

移能够促进中国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并且会推进发达及沿海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梯次转移。
从高端制造业回流来看,中国制造业结构如今处于从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为主转向以技

术密集型为主的关键时期,而高端制造业回流阻碍了我国产业升级。首先,有研究发现高技术制造业

回流切断了国内企业进行技术模仿的路径,从而阻碍中国国内价值链质量的提升,使得中国高技术制

造业存在发展受制的风险 [28-29] 。其次,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发达国家的“再工业战略”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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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的竞争,不利于我国出口结构的升级 [30] 。最后,从全产业链的角度来说,张其

仔和许明(2020) [31] 指出维持全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关键是技术研发。虽然我国工业体系完整,但是

关键零部件和高端技术依然是中国的短板,部分高端制造业回流直接导致上游产业链的减产,使得产

业生产效率受到损害 [32-33] 。
综上所述,虽然有文献研究了中国制造业的外迁态势 [21,22,25] ,但是这些研究并未探究细分行业外

流至不同国家的情况。尤其,中国同时面临低端制造业外迁和高端制造业回流的局面,那么究竟低端

制造业和高端制造业在不同国家的外流情况如何?目前鲜有文献涉及。有鉴于此,本文详细分析了低

端制造业向东南亚、南亚以及墨西哥的外迁情况,以及高端制造业向欧盟、美国以及日本回流的状况。
此外,目前鲜有文献关注外流企业的所有制主体,然而不同所有制企业外流的原因各异,辨别外流企

业的所有制主体有利于政府制定相应措施。鉴于此,本文结合各国历年制造业数据以及企业迁移信

息,研究发现在华投资的外资企业是外流主体,丰富了既有研究领域。在结论方面,虽然大多数研究认

为中国制造业存在“空心化”风险,但并未深入具体行业。因此,我们对比了高端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

制造业的发展态势,发现劳动密集型行业出现“空心化”的可能性较大。

二、 中国制造业外迁状况分析

近年来,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劳动力和材料成本快速上升的问题,使得低端产

业链向东南亚、印度以及墨西哥等成本洼地转移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此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

以来,发达国家因制造业的转移而造成的产业“空心化”问题日益显现。由于产业“空心化”严重影响

了发达国家的就业和经济发展,以欧盟国家、日本和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纷纷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以

引导本国制造业的发展并吸引海外制造业的回流。因此,本文将分别探究中国低端制造业外流和高端

制造业回流情况。

(一) 中国低端制造业主要向东南亚、南亚以及墨西哥外迁

1. 东南亚国家是中国低端制造业外流的主要承接国。根据图1所示,从出口数据来看,2016—2021
年,我国低端制造业①产品出口金额占总出口金额比重下降趋势明显。进一步观察细分低端制造业行

业的出口情况,可以发现鞋服、家具以及文体用品是我国近年来出口金额占比持续下降的主要商品品

类(见图2)。电子产品出口金额占比也略微下降,但是趋势并不显著。与之相对比,东盟在2016—2021
年间低端制造业产品出口总额逐年上升。低端制造业产品出口金额比例除了在2020—2021年因为新

冠肺炎疫情有所下降之外,整体还是呈上升趋势(见图3)。具体而言,越南主要承接我国外流的纺织业

和家具制造业。从2005年起,我国一直都是美国家具和服饰进口份额最大的国家,然而越南对美国家

具和服饰的出口份额在2018—2019年反超中国,并且在近两年差距逐渐增大。在电子制造领域,三星

和苹果直接关闭了在中国的生产线转而在越南建设新工厂。此外,泰国也在电子配件生产领域对中国

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替代。以硬盘配件为例,2020年泰国的硬盘配件产品出口总额同比上升了23.
5% ,而中国的出口总额同比减少了59. 8% ,②一些外资订单直接从中国转向了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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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的行业分类标准遵循国际行业分类标准( ISIC),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存在差

异。因此,本文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GB / T 4754—2017)国际标准行业分类( ISIC Rev. 3)的对应关系,将这里的

低端制造业行业定义为纺织业,木、竹、藤、棕、草制造业与家具制造业,造纸、印刷业及文体教育用品制品业,通信设

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其他制造业及回收设备制造业。
纺织出口订单去哪儿了?[EB / OL] . [2022-08-02] . https: / / baijiahao. baidu. com / s?id = 1740313132451702925&w

fr = spider&for = pc.



图1　 低端制造业产品出口金额占全部出口金额的比重

资料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整理可得

图2　 细分低端制造业产品出口金额占全部出口金额的比重

资料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整理可得

图3　 东盟低端制造业产品出口情况

资料来源:东盟统计数据库网站整理可得(https: / / www. aseanstats. or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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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些向东南亚外流的产业是以中资还是外资为主?实际上,不同低端制造业的外迁情况不

同。以越南为例,越南主要承接我国外流的纺织和服装制造业以及少部分电子制造业。在纺织和服装

制造业领域,中国占据了越南60% 的纺织出口额,以百隆东方为代表的中国龙头服装企业纷纷在越南

设立生产线。结合上述我国纺织业出口大幅降低的情况,可见中资企业是纺织和服装制造业外流的主

体。而在电子制造业领域,外流主体则以外资企业为主。目前将生产线从中国迁往越南的大型电子企

业包括三星、苹果、英特尔、LG 等外资企业。这些企业外迁规模较大,比如三星在越南建立起了东南亚

最大的三星研发中心,英特尔计划在越南建立芯片研发中心,而苹果则拟在越南修建数据中心。虽然

存在中资企业关闭中国生产线,外流至越南的现象,但是这些企业的投资规模小,不能与外资企业相

提并论。据德佳咨询公司调查数据显示,外迁至越南较大规模的8家企业投资额均在3亿美元以下。①因

此,中国外流的电子制造业产能大部分属于外资企业,而中资企业转移到东南亚的制造业规模较小。

表1　 2018—2022年5月各国占美国纺织服装进口份额

中国 印度 孟加拉国

2018年 36. 57% 6. 91% 5. 05%
2019年 37. 78% 7. 24% 5. 50%
2020年 28. 20% 7. 61% 6. 05%
2021年 27. 74% 8. 65% 6. 51%

2022年(1—5月) 23. 47% 14. 92% 7. 77%
　 　 数据来源:美国商务部纺品处

2. 我国少部分纺织服装产业和电子制造业外流至南亚。美国作为中国服装的最大进口国家,我国

对于美国的服装出口份额近几年一直不断在下降,从2018年的36. 6% 下降到2022年5月的23. 5% 。而
印度、孟加拉国的进口份额正逐年上升(见表1),分别从2018的6. 91% 和5. 05% 逐年上升至14. 92% 和

7. 8% 。可见,印度和孟加拉国正在承接从中国转移出的订单。这些外迁产能以国外制造业订单为主。
此外,印度还是我国手机及其零部件生产的主要承接国。从中国和印度的生产数据上看,中国全球手

机产量占比在2016—2021年之间逐年下降,由74% 下降至67% 。②而印度则从9% 逐年上升至16% 。而
从跨国公司布局上看,苹果公司在印度新增了生产线,印度产量在全球产量占比从1. 3% 增长到了3.
1% 。小米、OPPO、VIVO 等中资企业也在印度建立了生产工厂,出货量占据印度市场份额六成以上。但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中资手机企业在中国的销量十分稳定,并且中资企业主要是以海外投资形式在印

度布局生产线,因此外流至印度的手机及其零部件生产线是以外资企业为主。
3. 冰箱、空调等家电生产企业更倾向将生产线转移至墨西哥。采购软件公司 Jaggaer 数据显示,

2021年美国公司从墨西哥工厂采购的化学品、生产和建筑材料是2020年的6倍,而从亚太地区采购的

总量下降了26% 。在年收入超过300亿美元的30家美国公司中,向中国的制造供应商发起的订单数量

下降了9% ,这些企业大多数是家电和家具生产企业。除了外资企业,还有一些少数中国制造商也在墨

西哥投资布局业务,这些中国公司大多数是成品制造商,如家电、家具和家居用品。这些企业在墨西哥

建立业务的主要目的是规避美国对中国追加的关税,并且便于企业为美国提供材料和零部件。中资制

造业企业未来可能大幅增加向墨西哥外流的规模,根据墨西哥经济部数据,2021年中国(包含香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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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8家企业分别为瑞声科技控股有限公司、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小米集团、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

股份有限公司、歌尔股份有限公司、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Counterpint. Global Handset Production Report (2016—2021F) [ EB / OL] . [2022 -08 -02] . https: / / report. counter-

pointresearch. com / posts / report_view / IndustryBeats / 1937.



墨西哥的直接投资额为6亿美元,年增速高达76% ,创1999年以来有数据可供比较的新高。①

(二) 中高端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回流发达国家的态势渐显

1. 欧盟制造业回流主要集中于医疗医药制造业,但总体回流规模较小。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使得

欧洲的关键物资供给能力急速下降。鉴于国家供应链的安全性,欧盟各国加速了医疗医药制造业的回

流,不仅在政策层面上出台了《欧洲药物战略》,还加大了对于本国相关企业的扶持力度。一些欧洲医

药企业在政策利好的吸引下,纷纷将在中国的产业链回迁至欧洲,比如法国的医药企业赛诺菲在2022
年提出了将医药产业回迁至欧洲的计划。但是总体而言,因为欧洲对于中国制造业的投资大多集中于

汽车制造业,所以医药产业的部分回迁对中国的制造业布局影响甚微。
2. 日本的制造业回流主要集中于中小型医疗医药企业。2020年,日本经济产业省公布了第一批57

家从中国迁移回日本的企业,这些企业多数是中小型企业,并且主要属于酒精、口罩、检测试剂生产行

业。这些中小企业的回流对于日本在华的制造业布局影响较小。据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的调查数据显

示(见表2),2020年日本在中国投资的制造业企业数量为5559家,大约占所有日本对外投资企业的四

成。从具体制造行业来看,制造业日企在华投资的前五大类别分别是一般机械制造业、钢铁及金属制

造业、电气机械制造业、化学品制造以及纤维制造业。2020年,钢铁及金属制造业、电气机械制造业还

有化学品制造业的在华投资企业数量较2019年有所下降,下降幅度分别为5. 4% 、9. 3% 和7. 2% 。而
2020年纤维制造业企业在华投资数量增加的幅度较大,达到了17. 5% 。虽然在2022年的3—5月,上海

疫情导致物流供应受阻,促使部分日本企业退出中国市场,但由于中国是超大规模市场,一些锂电池

和半导体领域企业依旧对中国保持着积极的投资态势。日中投资促进机构在2022年9月的调查也显

示,撤出中国的日企多数为中小企业,其中大多数属于生活服务行业。
实际上,制造业回流并不是日本减少对华制造业投资的主要因素,日本制造业从中国向东南亚转

移,以及中国的疫情封控措施是造成其对华投资下降的主要原因。就日本制造业向东南亚转移而言,
虽然日本对华制造业投资存量占比从2014年13. 5% 降至2020年12. 0% ,但是日本对印度、新加坡和越

南的制造业投资却逐年增加,制造业投资存量在总对外投资存量的占比从2014—2020年分别上升了

2. 2% 、1. 9% 和0. 9% 。

表2　 在华投资日本制造业企业2020年数量

日本制造业企业在

华投资数前五大类别

2020年
企业数量 较2019年涨幅(% ) 日企总数占比

一般机械制造 1210 3. 1 8. 9
钢铁及金属制造 789 - 5. 4 5. 8
电气机械制造 773 - 9. 3 5. 7
化学品制造 411 - 7. 2 3. 0
纤维制造 335 17. 5 2. 6

制造业总计 5559 - 2. 4 40. 7

　 　 资料来源: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https: / / baijiahao. baidu. com / s?id = 1664813131162977360&wfr = spider&for = pc)

3. 相比起欧洲和日本,美国具有更明显的制造业回流趋势。据科尔尼发布的《美国制造业回流指

数》调查报告显示,79% 在中国有业务布局的制造部门高管已经或者计划在三年内回流部分业务。就
具体的回流行业而言,Reshoring Initiative 的报告显示,2010—2020年回流至美国的企业之中,有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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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业是来自中国,这些企业为美国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因此,虽然我们不能完整地获得所有从

中国回流至美国的企业名单,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些新增岗位的信息分析得知重点回流行业。①相比起

2020年,在2021年上半年回流企业之中,运输设备行业为美国创造了最多就业岗位,约占总新增岗位

的28% ,其中电动汽车电池生产企业贡献了最多的就业岗位。此外,化工行业和计算机电子行业也为

美国提供了较多的工作岗位,两个行业新增岗位均占总新增岗位的17% 。以上数据说明运输设备行

业、化工行业以及计算机电子行业是美国制造业从中国回流的重点行业。而上述行业正好与拜登政府

对中国重点遏制的芯片、半导体产业相符合,表明美国政府对华的制造业打压与美国制造业的回流紧

密相关。在美国对中国科技产业的打压越发严厉的情况下,美国制造业从中国回流的趋势会更明显。

三、 中国制造业外迁的深层次原因

前文阐述了中国低端制造业外迁、高端制造业回流的情况,那么促使低端制造业和高端制造业外

迁的原因是什么?当前,中国要素成本持续上升,全球局势复杂多变,本研究从要素成本和政策布局的

角度分析中国低端制造业外迁的原因,再从政策和产业布局的角度分析高端制造业回流的原因。

(一) 低端制造业外迁的深层次原因

图 4　 制造业工资水平

　 　 数据来源:2016—2021 年《中国统计年鉴》

1. 要素成本上升是低端制造业迁移

的主要原因。受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
近年来中国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见图4),中国

制造业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

资在2015—2020年持续上升,平均工资由

55324元人民币上涨至82783元人民币,接
近翻倍,年均增长率为8. 97% 。从国际的

工资收入来看,中国劳动力价格已领先

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并逐渐靠近发达国

家工资水平(见表3)。第一财经报道称,
东南亚在劳动力成本上具有显著优势,
目前东南亚国家中越南的平均工资最

高,普通月薪在2000—2500元,一些靠近胡志明市的企业,其月薪在4000元左右。孟加拉国的月薪位于

2000元左右。柬埔寨的月薪在1000—2000元,以上国家平均劳动力成本大概是国内的五分之一。②此外

巴西和墨西哥等国家的制造业平均时薪也在逐步下降 [34] 。可见,虽然中国的单位劳动力成本与发达

国家相比还具有一定优势,但已显著超过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越南等东南亚国家 [35] 。中国虽在工业用

水价格与天然气价格方面较低,但工业用地价格约为越南的2. 8倍、印度的3倍(见表4)。由于低端产业

需要投入较多劳动力,因此劳动力成本上升会减少企业利润空间,因此企业不可避免会将劳动密集型

产业迁入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此外,基于利润最大化原理,其他要素成本也是企业需要纳入的考

虑范畴。而北京大学在2017年发布的一项调研报告显示,在2014—2016年期间,超过78% 在中国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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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horing Initiative. Reshoring Initiative 2018 Data Report [ EB / OL] . [ 2022 - 08 - 02 ] . https: / / reshorenow. or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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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密集型厂商,将工资成本和原材料投入成本上升看作是企业经营的主要挑战。①可见,要素成本上升

是推动低端制造业迁移的关键因素。

表3　 主要国家制造业劳动者月工资比较(美元 /月)

国家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年均增长率(% )
美国 4362 4514 4646 4778 5058 3. 77
日本 2712 2618 2681 2693 2794 0. 75
韩国 3736 3678 3933 4073 3980 1. 60
越南 357 241 257 287 307 4. 54
印度 — — 179 181 187 1. 47
中国 727 823 876 934 1058 9. 84

　 　 数据来源:2016—2020年国际劳工组织和国家统计局

表4　 主要国家土地、水、电、燃气价格比较

国家
工业用地价格

(美元 / 平方米)
工业用水价格

(美元 / 立方米)
工业电力价格

(美元 / 千瓦时)
天然气价格

(美元 / 立方米)
美国 757—2724 0. 40 0. 06 0. 13
日本 516—920 0. 31—3. 0 0. 18 0. 81
韩国 1775 0. 61 0. 11 0. 40
越南 121—123 0. 26—0. 81 0. 04—0. 20 1. 03—1. 11
印度 80—150 0. 24—2. 0 0. 10 0. 38
中国 31—160 0. 24—0. 32 0. 10 0. 19—0. 24

　 　 数据来源:历年《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及互联网整理可得

2. 美对华的制造业打压令外资制造业企业出现隐性外迁。自2018年3月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

升级,美国分别在2018年7月和2019年5月对中国再次加征关税。2020年1月15日,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

议签署。三轮互加关税以及即将进行的第四轮互加关税已让中美之间关税壁垒高筑。混凝土、砂石和

橡胶等部分原材料价格上涨,且进口难度增加。此外,美国还对电子零部件实施技术封锁,大幅缩减了

向中国出口电子零部件的数量,这使得半导体芯片、电容电感、液晶屏幕等零部件的价格快速上涨。一
些制造业企业无法从美国直接进口电子零部件,只能转而向其他国家购买,这不仅增加了购买的难

度,也提高了贸易成本。更关键的是,其他国家向中国的零部件供应还会被美国的“长臂管辖”政策干

扰,例如乌克兰在中美摩擦期间加大了对中国的质量检测力度,提高了中国的进口商品市场准入门

槛。《2021中国外资营商环境调研报告》也显示,考虑未来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计划扩大在华投资的

企业却在2019—2020年从47. 2% 下降至28. 6% 。这导致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的隐性外迁,跨国公司将已

有订单转移到其他国家的国外已有的子公司,或者削减和停止对于中国制造业的新增投资,例如肯特

国际(Kent International)公司为了规避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商品加征关税,将原有在中国的订单转移至

柬埔寨进行生产。
3. 东南亚国家以及墨西哥营商环境的改善是推动中国制造业向外迁移的重要原因。东南亚国家

与多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议,大幅削减了对外出口关税,从而吸引大量外资。例如,越南在2019—2022
年分别签订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欧盟—越南自贸协定》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与签订国家的双边关税降至3% 以下。泰国也拥有力度较大的外资税收优惠政策,符合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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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业在泰国享受的税收优惠最多可减免13次。除此之外,泰国出口商品还享受美国、瑞士、挪威、俄
罗斯的普惠制待遇,数万种重要商品能够减免10% —100% 的关税。不仅如此,柬埔寨和缅甸也对外商

投资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包括不实行外汇管制,允许外汇资金自由进出,以及对欧盟、美国、日本

等30多个西方国家和地区实施的免关税和免市场配额准入的普惠制制度等。而墨西哥在2020年签订

了《美墨加三国协议》,达成了与美国和加拿大的免税协定。美国一直是全球主要的进口贸易市场,又
由于墨西哥的生产成本较低,该协定让墨西哥成为众多外资企业借道进入美国市场的“跳板”。

(二) 高端制造业外迁的深层次原因

1. 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政策的实施。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日本以及欧盟国家等发达国家

意识到制造业“空心化”的隐患,从而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以刺激本国制造业发展。例如,奥巴马政府时

期,美国已经实施了《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 《先进制造伙伴计划》和《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政
策内容主要包括加大对先进制造技术的投资,调整特定产品的关税,降低整个制造领域美国公司的成

本,旨在促进资本密集型和高科技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同时提升营商环境。特朗普上台后则进一步强

化了制造业回流战略,政策核心是吸引企业资金海外回流、建厂和研发创新,从而提升制造业岗位。制
造业回流政策的效果较为显著。苹果公司、通用电气以及福特等一些大公司,纷纷将国外的生产线迁

回至美国,或者是在美增设新生产线。美国的制造业新增岗位在2017年和2018年分别为18. 5万人和

26. 4万人,2018年的岗位新增率高达30% 。①日本和欧盟国家在2008—2014年也实施了一系列“再工业

化”政策,但是近年来,以上国家陷入能源危机,大型制造业难以发展,国家反而出现“去工业化”情形,
因此日本和欧盟国家高端制造业在华的回流现象并不突出。

2. 美国对华实施“技术封锁”战略。随着中国科技水平的快速提升,美国为维护其霸主地位而对中

国实施“技术封锁”战略。其中,对华产业链脱钩是“技术封锁”战略的重要举措,旨在通过禁令限制以

阻止高端制造业企业在中国生产,并回到美国本土设厂。例如,2022年8月,美国政府下令禁止芯片生

产商英伟达和 AMD 向中国出售 AI 芯片,这直接使得两家企业损失巨大金额,从而逼迫企业将生产线

撤离中国。不仅如此,美对华持续加大回流力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拜登政府正在推进一项立法,
明确提议审查和阻止美国企业在华的境外投资情况,以防止美国安全机密的泄露。此外,中美之间日

益紧张的贸易环境增加了其他外资企业在中国生产的不确定性,从而促使其他外资企业迁回本国。例
如受美国最新出口管制规定影响,韩国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未来可能会卖掉设在无锡的 DRAM 工厂,
完全撤出中国。

3. 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提升发达国家对产业链完整性的需求。新冠肺炎疫情更加凸显了供应链

安全的重要性,发达国家考虑到应急安全、基本保障、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因素,纷纷通过法律规定、
经济补贴以及政治手段,促使本国企业加大对本国投资,使得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呈现“本土化”或“本
国化”趋势。例如,美国在《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中,明确提出从2022年至2027年每个财政年度拨款

1500万美元支持供应链迁出中国,确定中国境外生产或采购的替代市场。日本政府2020年拨款2200亿
日元支持日本企业回流本土或转移至其他国家,并在2021年6月出台的《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

针2021》中提出要集中投资半导体等战略物资,重建国内生产体系,鼓励企业将生产基地多元化、分散

化。这些措施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全球价值链的区域布局,加速本土化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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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制造业外迁对中国制造业造成的冲击和影响

制造业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根基。纵观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国家经济飞速发展阶段恰好也伴随着

制造业的高速发展。在21世纪前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快速发展不仅为中国提供了大量工作岗位,还
为发展高端制造业打下坚实的基础。如今,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高端制造业在我国金融、交通、国防

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低端制造业外流和高端制造业回流对我国经济发展会带来一系列不利

影响。
1. 制造业大量快速外迁降低了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本可维持一段时期的出口竞争力。一方面,外

资企业加速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至东南亚,这加快了东南亚国家出口的快速增长,挤占了我国劳

动密集型产品对于发达国家的出口市场。2010—2019年,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的

出口总份额呈下降趋势,分别下降了9. 3% 、4. 5% 和18% 。以美国为例,科尔尼公司进一步调查显示,
从2010—2020年,美国在中国的低端制造产品进口占其在亚洲低成本国家或地区进口总量的比例持

续下降。相比起中国,东南亚国家对于发达国家的出口数量持续上升,尤其是在服装和箱包产品上,东
南亚国家对于中国的替代程度较大。服装和箱包行业是我国出口下降幅度最大的生产行业,出口金额

不仅在2010—2019年间下降了349. 2亿美元,在美国和欧盟的产品占有率也分别从40. 8% 和45. 9% 下

降至30. 6% 和31. 2% 。同期比较,孟加拉国的服装占有率在欧盟市场从9. 3% 上升至19. 5% ,越南在美

国服装市场的占有率也连年上升 [36] 。因此,制造业大量快速外迁导致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

场的竞争力快速下降,国际市场空间出现快速缩小趋势。
2. 中高端制造业外迁,带来技术转型升级“停滞化”、产业链延伸“空白化”,中国高端制造业未来

存在发展受制受限和进一步“被卡”的风险。在高端制造业方面,中国“大而不强”的问题一直比较突

出。中国价值链优势更多体现在规模和布局上,在核心零部件、自有品牌和产品质量上短板明显。中国

制造业多处于附加值较低的中下游环节,对美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技术依赖程度高,一些核心技

术受制于人,未来核心技术领域的发展空间有待进一步提升。以中国汽车行业为例,汽车出口贸易占

全球份额不足5% ,低于德国(17. 4% )、日本(10. 1% )、美国(8. 6% )和墨西哥(7. 6% )。改革以来,中
国企业通过加工贸易方式嵌入全球价值链并形成一种典型模式:美国、欧盟和日本提供资金、专利、设
计和技术,零部件在中国、东亚地区和东南亚地区生产,加工组装在中国,最终产品销往美国、欧盟和

日本。中国企业依靠此模式取得了明显的技术进步,但当前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这种依托国外科

技型跨国公司带来的技术扩散与技术外溢红利将不断弱化,对国内企业自主创新提出了迫切要求。
虽然我国在国际产业链的位置明显上升,但是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多数处于国际分工的中下游。总

体来看,中国尚未形成一批拥有较强国际竞争力、有架构体系的供应商。中国出口的高新技术产品基

本是已经进入标准化生产并且附加值较低的计算机与通信技术领域的产品,而进口的是高附加值的

电子技术、计算机集成制造技术、航空航天技术、光电技术和生物技术等新兴领域的产品。芯片、航空

发动机和新材料等一些高精尖产品和关键零部件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因此,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主要

通过加工装配获取低附加值,价值链“低端锁定”特征明显。此外,贸易摩擦和疫情冲击使得全球贸易

在遭受到严重冲击的同时,产业链、供应链出现“分散化”“区域化”“本地化”趋势。这限制了高新技术

产业中间投入品的供给,使得中国难以控制产业链的关键生产环节,从而对中国电子、汽车、化工和航

空航天等高技术产业造成较大的冲击。
3. 受“高低端”迁移双面夹击,中国存在制造业“空心化”的风险。中国面临低端制造业外流、高端

制造业回流的双重挤压。在此背景下,我国东部的低端产业向中西部产业转移的速度趋缓,并且由于

中西部地区尚未形成完整的产业链,难以承接东部制造业的转移,这可能会导致制造业的“空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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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中国制造业比重在2011—2020年间连续下降,从2011年的32. 06% 下降到

2020年的26. 18% ,共下降了约6个百分点。照此发展下去,到2030年左右,中国制造业占比预计会下降

到20% 左右 [37] 。纵观各个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发展历程,这些国家制造业吸纳的就业人员占全社会就

业人员比重的峰值一般在30% 以上。而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还没有完成从制造业大国迈入制造业强

国的阶段,这种过早“去工业化”可能会带来很大的隐患。有研究表明,超过1 / 3制造业出口总值来自于

服务附加值,而这些生产性服务是直接依附于制造业的 [38] 。此外,一些新型服务业也需要依附制造

业,例如互联网金融、电信产业和软件服务业等。这些行业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制造业提供设备作为保

障。因此,在制造业上下游产业同时缩小规模的情况下,中国需要高度警惕产业“空心化”的危险。
4. 劳动密集型产业“空心化”可能性显著,招工难问题越发突出,不利于中国保持全产业链优势。

那么,哪些行业具有显著的“空心化”趋势呢?按照本文之前的分析,虽然中国的高端制造业处于高速

发展阶段,但是低端制造业则面临劳动成本上升、多国产业链回流以及国内产能转移受阻的困境。这
促使了外资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中国迁移到低劳动成本国家,或者是发达国家的周边国家,例如东南

亚国家和墨西哥。在外资劳动密集型产业外流的同时,由于西部地区之中内陆运输的交通成本过高,
并且其基础设施建设也较落后,产业设施配套不齐全,西部地区难以承接东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大

部分产能。因此,中国的低端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空心化”的可能性较大。实际上,我国劳

动密集型行业近年来也显现出萎靡的发展态势,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占我国制造业产值比重从最高

的2006年的46. 2% 下降到2021年的26. 3% 。更重要的是,我国低端制造业招工难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2021年国家统计局对9万多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进行调查的结果显示,约44% 的企业反映招工难是它

们面临的最大问题,该比例创了近几年的新高。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流失不利于中国保持全产业链优

势。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所有制造业门类的国家,这为中国抵御外部冲击、支撑高端制造业发

展以及稳定民生就业提供了重要支撑。尤其在中国制造业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的重要阶段,劳动密集

型产业是高端制造业发展的基础。若劳动密集型产业出现“空心化”,则直接导致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

大幅提升,对中国产业链升级和安全性造成冲击。

五、 结论和建议

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外迁速度快、规模大,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要“构建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的基本要求出现

背离。为此,本研究分析了在全球供应链格局加速重塑的过程中,中国制造业外迁的现状、外迁原因以

及对制造业发展的冲击与影响。研究发现,中国低端制造业向东南亚转移的规模明显上升,同时中高

端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呈现出回流至发达国家的趋势,其中设备行业、化工行业以及计算机电子行业是

美国制造业从中国回流的重点行业。研究还发现,要素成本上升、美对华的制造业打压,以及其他发展

中国家营商环境的改善是中国制造业外迁的主要原因。因此,在低端制造业迁出、高端企业回流的情

况下,中国存在低端制造业“空心化”、中高端制造业升级“停滞化”“空白化”的风险。针对以上主要发

现,本文分别针对低端制造业和高端制造业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一) 应对低端制造业外流的政策建议

1. 对劳动密集型产业进行动态检测,防止劳动密集型产业过快流失。劳动密集型产业承担着我国

保就业和稳定产业链的作用,因此应该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制造业的占比保持在一定区间。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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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不同地区对于劳动密集型的需求也不尽相同,所以保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合理比重区间还需要

综合考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内部产业结构的比重。美国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数额占比能够给予

我国设立合理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占比一定的参考,2020年美国劳动密集型进口数额占总工业产值的

6. 34% 。①作为工业化较成熟的国家,美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几乎是从国外进口,该比值能够作为我国

劳动密集型产值占总工业产值的大致红线。而且东部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工业发展轨迹与美国相似,都
是以发展高端制造业为导向,因此当劳动密集型产值占总工业产值在这些地区降低到6. 34% 以下时,
政府部门应该保障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土地供应,并且给予相应的资金保障措施,以补贴高涨的劳动力

成本和要素生产成本,并且监督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集约化和自动化发展。
2. 提升低端制造业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劳动力成本上升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提高生产

效率才是降本增效的关键,而提升低端制造业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能够降低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负面

影响。为了降低低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成本,政府要培育发展智能制造企业试点示范项目,在资金和

政策方面支持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展资本和技术投资,解决劳动密集型企业购置设备和技术改造的资

金问题。此外,要加强智能平台和低端制造企业的合作,完整建设“研发、生产、服务”的数据网络体系

以适用于中小企业或资金不充裕的企业,提高智能制造与服务平台建设与应用的效率,减少升级转型

的投入成本。同时,还要对企业员工进行转岗升级培训,为企业智造化提供更多熟悉机器操作的人才。
政府需要对培训费用进行补贴,促进企业重视提升员工技术技能水平,并减少劳动力和产业结构升级

之间的结构性摩擦。不仅如此,在引入人才方面,要制定相关人才吸引政策,在聘请业内专家指导的同

时,可以通过加强与院校的人才互通培养,将人才引进当地就业市场。
3. 提高工人岗位的待遇与服务保障,并改善低端制造业整体就业环境。一方面,北上广深、杭州、

南京等一二线大城市汇聚了人才和科技资源,地区发展重心为高端制造业,并且一二线城市的土地和

要素成本较高,不适宜发展低端制造业。小城市以及县城才是发展低端制造业的主力,因此要降低农

民工到县城居住发展的户籍限制,并且要加快改善软硬件环境,全面提升城市的综合实力,以吸引劳

动密集型产业落户。另一方面,企业要规范用工管理,改善员工恶劣工作环境。要落实属地安全措施,
做好安全保障,同时要加强员工的安全意识,切实保障每一位员工的人身安全。企业需要与每一位员

工签订安全保障协议,若员工在工作过程中出现人身伤害,企业需要偿付大额的赔款,以此督促企业

在员工工作过程中重视其人身安全。政府应当对劳动密集型工厂进行工作环境评测,每年需要颁发动

工准许证书,工厂环境过于恶劣的不准予动工。当员工在户外进行工作时,可给予适当的补贴。
4. 优先推动劳动密集型传统优势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东部地区科技、金融、人才等要素资源

丰富,劳动力成本较高,大力发展低端制造业显然不符合当地经济情况。而为了保证低端制造业持续

健康发展,应推动东部制造业向中西部转移。相比起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的能源储量丰富。铜矿、铅锌

矿新增资源量分别占全国的70% 和83% ,石油和天然气新增查明地质储量占全国总量的比例也超过

60% 。从新能源储量来看,西部地区拥有全国78% 的风能资源技术开发量,88. 4% 的光伏资源技术开

发量。此外,西部地区还具有广阔的土地面积。因此,中西部地区满足承接东部产业的条件,并且发展

潜力巨大。而在促进劳动密集产业转移期间,政府是主要的推动力量,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的基础建

设方面,政府的政策和资金支持是企业进行投资建设的重要扶持手段。因此,厘清政府在产业转移的

介入事项和地区基础建设的程度对于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至关重要。其中有两方面的重点内容:
一方面,根据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条件来制定承接产业。就资源加工业而言,西部地区拥有丰富的

矿产资源和清洁能源,可以重点发展资源加工行业。中部地区劳动力优势明显、交通设施便利并且市

场潜力巨大,未来可以根据区位特点进一步向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发展。例如,长株潭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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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群在工程机械、轨道交通、有色金属等先进制造业方面具有较好的工业基础,因此未来可以针对以

上产业建立专业园区,并配套生产服务业企业以提供保障,从而形成完备的加工制造业体系。
另一方面,加强西部基础设施的建设,逐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目前西部地区还面临基础设

施建设滞后的状况,尤其是交通基础设施还存在路网密度低、通达水平低、建设资金不足以及发展能

力不足的问题。此外,相比起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落后,难以吸引人才流入。即使政

府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人口短缺和劳动力素质低下最终可能导致城市空心化和基建资源浪费。因
此,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应该被提上首位,加强西部地区口岸铁路、公路以及界河航道等建设,进一步

完善“八纵八横”西部高速铁路网,同时推进各个省份之间国家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建设。不仅如此,
要加大对中西部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通过实施精准扶贫政策,提高西部平均经济发展水平。同时提

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并制定人才政策,进而吸引人才流入,有利于当地劳动人口素质的改善和完整的

产业链建设。

(二) 应对高端制造业回流的政策建议

1. 针对高端制造业回流所造成的技术遏制,我国应该大力提高制造业创新水平。政府可以对技术

和知识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实施减税降费措施,加大制造业增值税留抵退税力度,提高制造业增量退税

比例的限制门槛。建议各级政府逐步建立间接补贴机制,支持企业创新平台建设资金,扶持“技术专

精”的中小企业生存发展。此外,鼓励股权投和债券融资更多向高端制造业倾斜,并放宽融资约束,增
加制造业企业的中长期贷款以缓解制造业企业的融资问题。不仅如此,推动大中小企业、高校、科研机

构之间的协同创新,提高地区“产学研”程度,鼓励企业依托企业技术专家和高校院所学者建立专家咨

询委员会,以给予企业技术和战略发展指导。国家应该重视基础研究问题,给予科研人员在科研领域

方面更多自主权和更多的资金补贴,同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措施,使科研人员得到相应的激励措施。
政府资助应更看重技术和知识产权的应用性,而不是知识产权的数量,并且完善专利审核规则,确保

我国技术研发投入经费用在刀刃上。重点支持北斗卫星、先进船舶、新能源汽车、终端机器人等并跑领

域的技术创新,并且继续加大对于芯片、传感器以及燃气轮机等“卡脖子”产品的研发投入,注重培养

相应高科技领域的高质量人才,通过产学研一体加强人才的实践能力以及创新意识。
2. 加强供应链生产端的配套功能。目前,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较低,难以适应高端制造业

的发展需求。因此要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生产性服务业相结合,并且加强生产性服务业基础设施建

设,提高全国产业配套设施建设水平和公共服务设施保障水平,实现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落后地区协

同发展,打牢产业发展基础,提升城市群、城市圈的产业链供应链水平。政府可以建设专业园区以提升

各类资源要素的利用效率,而在专业园区管理方面,应该积极融合各方资源,以制造业企业为主体,重
点引入融资等市场化服务平台和专业化服务公司;同时要加强园区间竞争合作,加快完善以质量和效

益为核心的综合评价体系,进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根据不同行业特点,探索合适的融合发展道路。具
体而言,重点支持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制造、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先进制造业与软件和信息服

务业、金融业和咨询业等现代服务业间的深度融合。推动装备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增加系统集成、工
程总包、远程维护等服务,促进物流服务与生产制造相融合,使得制造业通过供应链管理进行资源整

合和精简流程,实现生产和需求的精准匹配,提升制造业企业的运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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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nsfer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Status, Causes, Impacts and Recommend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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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eping the share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basically stable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the stability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however, the transfer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obvious in recent years. Chinas
low-en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mainly moves out to Southeast Asia, South Asia and Mexico, within which the outflow of textile
and garment industry and electronic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obvious. The trend of mid-end and high-end technology-intensiv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reshoring back developed countries has increased, with equipment, chemical and computer electronics
industries being the key industries. Under the situation that the low-en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outflows to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he mid-end and high-en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reshore back to developed countries, there is a “ hollowing out”
of the low-en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 stagnation” and “blanking out” of the middle and high-en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China. Therefore, in order to achieve sustainabl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China should pre-
vent a large number of low-end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from largely out-flowing. It is recommended to relocate labor-intensive
industrie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of China as far as possible, strengthen the supporting capac-
ity of the production end of the supply chain, improve the automation and intelligence level of low-end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nd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level of industrial innovation.

Key words: manufacturing transfer; manufacturing development; manufacturing reshoring; indus-
trial “ hollowing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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